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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霍耐特物化批判的社会存在论基础*
洪 楼 /文
提 要:霍耐特意图在其承认理论基础之上对 “物化”这一批判理论的重要概念
进行再现实化。他对卢卡奇的物化理论进行了批判性重构，并指出卢卡奇的同情且
参与的实践概念已经隐含地指向一种关于真正人类实践形式的表述。通过把这一解
读与海德格尔的操心和杜威的实践牵涉进行比较性的分析，霍耐特进一步把这些概
念与其自身的承认理论关联起来，并提出了物化批判的社会存在论基础，即物化是
对先在的基本承认的遗忘。尽管基本承认概念的社会存在论含义与具体承认的规范
性内容之间存在着张力，但这一新的诠释依然是在当代批判理论中复兴物化概念的
一次重要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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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段性成果。
① 批判理论传统中大都使用“Verdinglichung”一词。该词原本兼具对象化与人格物化两方面的含义，本
文主要涉及这一术语的批判性含义。
② 基于“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划分，哈贝马斯关注的是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而这种特定的扭曲
不再能够用旧的物化概念来把握。一方面，物化这个概念的总体性特征窒息了“带有调和和自由色彩的乌托邦
视角” ( 哈贝马斯，2004: 380) ;另一方面，物化主要指涉主客体关系，且只是在非常松散的意义上指涉主体间
关系的病症。故而哈贝马斯用一些技术性的措辞来取代“物化”(cf. Quadflieg，2013:138—139)。
“物化”(Verdinglichung)是许多思想家借以进行社会批判的重要概念工具之一。马克
思和韦伯等在各自的著述中对这一概念多有论及，①但真正使物化成为社会和文化批判之主
题的是卢卡奇。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中，根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商品拜物
教的批判而提出了这一影响深远的概念。卢卡奇把韦伯的合理化分析整合到马克思的理论框
架之中，用物化来重新解读合理化，并把物化追溯到资本主义社会商品形式的普遍化。卢卡
奇相信，既然现代性的病症可在资本主义中找到其来源，那么，它们就可以通过社会生产方
式的变革而被消除。此后，物化成为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关键概念之一。然而，自哈
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以来，这一概念却很少得到关注。由于从意识哲学到主体间理
论的转向，哈贝马斯倾向于用 “由系统命令导致的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或 “由系统导致
的生活世界的病症”等术语来取代物化概念。 (cf. Habermas，1987:325、197)②但他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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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生活的根本扭曲不能归因于合理化本身，而应归因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特殊本性，并因
此认为它们可以通过改造根本的社会结构而得到修正。在这一点上，不同于第一代批判理论
家，哈贝马斯的立场更接近于卢卡奇。因此，或如麦卡锡所言，交往行为理论的主要目标之
一就是形成一种更充分的物化理论。(cf. McCarthy，1991:52)霍耐特在泰纳讲座 (2005)
基础上修订出版的 《物化》一书，③ 引起了广泛关注。他意图在其承认理论的基础之上对
“物化”这一重要概念进行再现实化，以恢复它在当代社会批判中的理论生命力。本文主要
考察霍耐特如何在卢卡奇、海德格尔及杜威等人的思想基础上阐发其作为物化批判之前提的
基本承认概念。
一、对卢卡奇物化理论的批判性重构
霍耐特指出，近期的多种迹象表明物化重新回到了社会诊断的视野之中。这些迹象包
括:其一，物化作为一种氛围体现在许多当代文学作品中。这些作品描述了在日渐商业化的
社会生活中，我们与他人打交道时，对待他人如同对待无生命的、没有内在情感的对象。其
二，在文化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领域，大量关于人类行为模式的研究表明，人们常常投机性
地假装拥有某种情感或欲望，但最终这些情感和欲望却成了其个性的一部分。其三，在当代
伦理学语境中，比如在玛莎·努斯鲍姆或伊丽莎白·安德森 (尽管后者在描述经济生活的
异化时，没有明确使用该术语)那里，“物化”用以指涉某些人类行为违背了伦理或道德原
则。其四，在当代脑科学研究中，神经生理学抛开了生活世界的一切经验，把人当作纯粹自
动的机器，由此造成一些负面的社会后果。人们常用物化来指责这种研究的方法论立场违背
了道德原则。在物化概念的上述四种当代用法中，前两种还只是停留在描述层面上而并未直
接指涉某种规范性的内容，但后两种用法具有明显的规范性含义。 (cf. Honneth，2008:
18—20)霍耐特论道，卢卡奇并非在道德意义上而是在 “字面意义”上使用物化概念，也
就是说，物化不是违背了某种道德原则，而是与某种社会存在论的基础相悖。但这并不意味
着我们无法从中找到规范性内容，只是其规范性特征是间接的。至于在今天我们是否还可以
依照他的社会存在论洞见来批判当代生活形式，这一点有待探究。④ 因此，要真正厘清物化
对于社会批判的理论意义，必须首先回到卢卡奇的物化分析。
卢卡奇在《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一文中对物化有一个经典的界定，即物化是 “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的过程。 ( 卢卡奇，1999: 149) 他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
判立场出发，批判性地吸收了韦伯的社会合理化概念，并论断道，在物化过程中，“人自己
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
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 ( 卢卡奇，1999: 152—153) 资本主义社会彻底的
商业化使得商品生产和交换体系具有一种表面上的自主性与独立性。由于可计算的商品形式
对所有生活形式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因而物化所指谓的就不仅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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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讲座修订稿德文版于 2005 年出版。英文版 (2008)加上了 M. 杰伊 (Martin Jay)的导言，J. 巴特勒
(Judith Butler)、Ｒ. 高斯 (Ｒaymond Geuss)和 J. 里尔 (Jonathan Lear)的评论，以及霍耐特对这些评论的回应。
除了霍耐特的社会存在论思考之外，还可参见 Ｒ. 耶吉 (Ｒahel Jaeggi)的《生活形式批判》(Kritik von
Lebensformen，Suhrkamp，2013)。对耶吉来说，“何为生活形式”是一个超越了“伦理—道德”“好生活—道德”
“正当—善”等理论框架的社会存在论问题。
也包括人与自身、人与外在的对象世界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物化成为了 “第二自
然”。与此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得人与自身的劳动相异化，工人的个性特征逐渐
被消除，积极主动的劳动过程现在变成了与自身相分离的专门化的、可重复的过程，所以人
们把自身的劳动视为可依据抽象的 “形式相同性原则”来等价交换的商品。物化意识就在
这个过程中形成。物化意识或物化态度所持的立场，是一种被动的、“直观的”
(kontemplativ)立场。在这种立场中，中立的观察和机械性重复的熟练操作取代了积极主动
的劳动。但是，“物化过程，亦即工人成为商品的过程，在他有意识地加以反抗之前，尽管
使他的‘心灵’变得贫乏，使他整个人都变得畸形，但并没有把他作为人的本质变成商品。
因此，他可以不顾他的这种现实存在，而从内在把自己全面地塑造起来”。 ( 哈贝马斯，
2004: 350; 参见卢卡奇，1999: 265—266) 借鉴黑格尔和马克思，卢卡奇认为，只有在人
类创造社会世界的实践活动过程中，才能实现对物化的克服。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历史地具
体的实践活动的中介，作为内容的一般对象性活动才能溢出形式主义的结构，并改造这一结
构，从而实现社会关系的变革。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向我们系统地展现了这种物化的结
构以及克服物化的途径。(cf. Feenberg，2011:104—111)
霍耐特首先批评卢卡奇的概念工具无法充分地阐述他所准确感知到的现象。在 《物化
与无产阶级意识》中，卢卡奇一开始聚焦于经济领域的物化分析，但随后就把物化形式拓
展到整个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活，却没有清楚地解释这种拓展是如何发生的。这对于论证物化
是“第二自然”这一任务来说，是不充分的。因为社会生活中的许多把人当作物来对待的
现象显然不能归结为经济上可计算的因素。并且，在前现代社会 (比如奴隶社会)也存在
着劳动者被当作纯然的物来对待的现象。(cf. Honneth，2008:149)在霍耐特看来，卢卡奇
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于是改变了论证策略:不首先关注对象领域的物化过程，而是考察主
体自身行动方式的转变。也就是说，一旦某个主体施为者作为交易伙伴长期参与商品交换过
程，那么他在这一行为习惯中就会养成一种视角，即把自身视为一个 “直观的”、中立的观
察者，一个孤立的原子。( 参见卢卡奇，1999: 159—160) 这种视角转换使得主体不再认为
自己与周围的一切事物有任何内在牵涉，而是把它们视为与物类似的给予物并以抽象的量化
标准来衡量。在这种物化视角中，主体总以一种抽离的、无情感的方式对待外在世界、他人
以及自身的个性。由此，在霍耐特看来，卢卡奇的物化概念所表述的不是一种认知上的错
误，亦非某种道德不当，而是一种 “结构上错误的实践形式”(Honneth，2008:26)。不
过，这也意味着必须解释何为真正的或真实的实践形式，后者的证成所依赖的不是某种道德
哲学，而是社会存在论或哲学人类学。霍耐特分析指出，卢卡奇的整个文本都在穿插描述这
种不受物化强制所影响的实践形式到底是什么。比如能动的主体被设想为 “人的有机统
一”，此一主体的对象被设想为具有“独特性质”，即形式原则与具体物质内容的统一等等。
( 参见卢卡奇，1999: 170、204) 简而言之，卢卡奇用“活动”(Ttigkeit)来指涉这种克服
形式主义直观的实践活动。 ( 参见卢卡奇，1999: 200) 霍耐特指出，这一术语来自于费希
特和黑格尔的同一性哲学，但后者在今天并不被接受，因而也就无法作为物化批判的理论基
础。此外，他还认为卢卡奇低估了物化的积极意义。因为尤其在发达社会中，社会成员策略
性地对待自己和他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社会的运转效率，所以，在社会生活的某些领
域中，观察性的、抽离的立场或行为有其合法性地位。因而物化批判并非像卢卡奇所设想的
那样是“总体性的”(Honneth，20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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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霍耐特在卢卡奇对这种真正实践形式的 “正式”表述之外，发现了一种 “非正
式”的表述。与正式的、 “观念论的”表述不同，这种非正式的表述相对温和得多。在这
里，物化实践作为一种扭曲的形式不是 “与一个集体性主体的对象生产相对立，而是与另
一种由主体造成的主体间态度相对立”，这种实践态度有着为商品交换所摧毁的 “同情与关
切”(Teilnahme und Interessiertheit)的特征。 (cf. Honneth，2005:27)在这种真正的实践
中，人与自身及周围环境之间是一种“同情且参与的 (anteilnehmend)关系”，它指涉的不
是一种创造世界的活动，而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互动。(cf. Honneth，2005:27)既然卢卡奇
物化理论的正式解读存在着上述诸多问题，那么这一 “非正式”解读倒有可能成为新的理
论生长点。但霍耐特的非正式解读显得极为简略，然后迅速把这一解读与另外一些思想家的
理论关联起来。霍耐特认为，这种非正式解读中的实践形式的概念与海德格尔、杜威以及
S. 卡维尔 (Stanley Cavell)的思想有着许多重合之处。借助于这些思想家，霍耐特意图在新
的理论基础上重新阐发卢卡奇的物化理论。
二、从卢卡奇的实践概念到海德格尔的 “操心”
霍耐特从三个方面来阐述卢卡奇与海德格尔的一致之处。第一，他们都批判了现代哲学
对主客体二元论的依恋。正如卢卡奇在 《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中论证了现代哲学注定要
一再地陷入到二律背反之中，海德格尔也在 《存在与时间》中论证，纯粹中立的观察者立
场造成了存在论的盲目，从而无法恰当回答存在本身的意义问题。不过，海德格尔没有像卢
卡奇那样，从社会理论的视角出发追溯造成这一主客体图式的社会根源。
第二，二者都提供了对主客体哲学图式的替代性观点。海德格尔通过生存论———现象学
的分析得出，⑤ 操心 (Sorge)是此在的存在，是此在存在之形式的结构整体性，而非任何
现成的此在存在的实行方式。也就是说，操心不是日常意义上的操心，而是此在生存的整体
性，或者说就是存在。海德格尔在对 “实在”问题的 “基础存在论”研究中表明，认识源
于操心。因此，此在与世界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毋宁说，“‘世界’本质上是与此在的
存在一起展现的” ( 张汝伦，2014: 532) 。而 “操心这种存在方式中的存在状况的 ‘先在
性’(Apriori)要比此在任何预设和行为都 ‘更早’”。 ( 张汝伦，2014: 537; 参见海德格
尔，2006: 237) 尽管海德格尔的初衷是想表述，操心不是存在者意义上的实践，它比任何
人的实践和理智活动都更为源始 (因为作为未完成的著作 《存在与时间》的主角是一般存
在)，但是，由于《存在与时间》其实并未能摆脱主体形而上学的残留，因此操心仍然可被
理解为此在的原初实践活动。由于此在的存在就是生命的事实性，所以操心就是一种事实性
的、“真正的”实践形式。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说，“《存在与时间》的一个划时代的贡献就
是恢复了实践哲学的基础地位……把哲学本身确立为实践哲学……开始了哲学的 ‘实践哲
学转向’”。( 张汝伦，2014: 引言) 与此同时，霍耐特认为卢卡奇则提出了一种同情且参与
的实践概念，以从根本上反驳主客体图式。在他看来，卢卡奇文本最大的困难之一是，物化
到底有没有消除一切“真正的”实践的可能性。因为在卢卡奇的文本中似乎存在着相互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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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此一现象学方法不同于胡塞尔的“超时间的、非个人的现象学方法”，而是“研究生命本身”，是关于
“生命的元科学，它要探寻生命的整体在其中表达自身的种种基本处境”，是“事实的生命自己在说话”。( 张汝
伦，2014: 引言)
突的解释。一方面，他似乎论断资本主义的物化生活消除了任何同情且参与的实践之可能
性;另一方面，他又强调，物化的社会关系的废除只有在无产阶级的行动中才能实现。后面
这一点是一种“辩证的思路” (dialektische Gedankengang)，即 “正因为无产阶级过着一种
贬抑且物化的生活，所以才会在这个阶级中必然产生一种看法———社会事实不是物，而是人
与人的关系”(Honneth，2005:33)。正是从这一看法中，霍耐特认为，卢卡奇其实在主张
物化并没有消除其他的、非物化的实践形式，而只是向我们的意识遮蔽了它。所以，物化的
社会关系，仅仅表示“一种错误的解释框架，一种存在论的帷幕，它遮蔽了潜在的真正人
类实践形式的事实”(Honneth，2008:31—32)。因此，尽管卢卡奇和海德格尔各自的哲学
前提及表述方式存在巨大差异，但二者还是在 “实践概念的位置”这一问题上有着极大的
一致性，因为“无论是同情且参与的实践还是海德格尔的操心，都指明了某种作为人类生
存样态之结构特征的实践取向。因为与流行的、已成为第二自然的观念 (根据这一观念，
人们总是首先致力于认知和中立地把握现实)相对照，人们实际上已经处于一种生存论的
牵涉或‘操心’的样态之中，借此他们展现了一个有意义的世界” (Honneth，2008:32)。
因此，霍耐特论断，二者都确信哪怕在当前存在论盲目的环境中，某种基本的人类活动形式
(操心或同情且参与的实践)已经作为事实而在场了。
第三，如上所述，对卢卡奇而言，物化所指涉的既非认知上的错误，亦非某种道德不
当，而是一种错误的实践形式。但由于承认某种基本人类实践活动的在场，且物化是对事实
性的实践形式的遮蔽，因此霍耐特认为我们就有理由做出修订，即物化 “不是一种错误的
习惯性实践形式，而是参考某种 ‘正确’实践形式的错误解释习惯”(Honneth，2008:
32—33)。也就是说，生活在物化社会环境中的施为者，对其日常生活中的实践做出了错误
的理解。反过来，这种错误理解或解释又会对施为者的行动产生影响。或如哈贝马斯所言，
“这样一种系统的误解对实践产生了影响，也就是说，不只是影响到主体的 ‘思维方式’，
而且也涉及到主体的‘存在形式’。” ( 哈贝马斯，2004: 338)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霍耐特
断言，对卢卡奇和海德格尔来说，主客体图式或 “现成状态”(Vorhandenheit)的存在论图
式的支配地位，会对我们与世界打交道产生消极甚至破坏性的影响。 (cf. Honneth，2008:
33)但对于物化批判而言，还必须进一步追问物化思维 (主客体图式)的社会来源。与海
德格尔不同，卢卡奇正面回应了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商品交换的普遍化或社会一般化形成
了这种物化的思维习惯。由于施为者日益参与单纯计算性的商品交换过程，他对其实践活动
的解释习惯也逐渐受到影响，并且最终整个社会实践都逐渐变成冷漠的、中立性的活动。
霍耐特进一步剖析了非物化的真实实践的操心特征与 “参与者视角”的区别。其一，
前者的应用范围比后者广。后者只是限于互动的主体之间，而前者还意味着与周围环境及自
身打交道，可以说“原则上应用于人类实践语境的任何对象上面” (Honneth，2008:34—
35)。其二，操心除了包含采取他人视角 (即理解他人合乎理性的行动理由或动机)之外，
还包含了一种情感倾向。“物化”这种思维习惯或视角的形成，恰是因为我们忽略了在中立
地认知能够产生之前，存在着一种更为根本的操心或参与的施为能力。
三、杜威的实践牵涉与承认
霍耐特还借鉴杜威来为这种本真实践活动的操心特征提供佐证，并从中获得由操心过渡
到承认的理论支撑。杜威以其自身的理论术语来阐述人与世界的原初关系，而霍耐特认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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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卢卡奇和海德格尔亦有颇多重合之处。第一，杜威也反对主客体图式。在杜威看来，传统
的“心智—身体”思维图式 (即霍耐特所谓的主客体图式)对思想、情感与意志等进行分
门别类的专业化研究，却没有为整体的生活本身留下空间。各隔绝开来的领域 (如科学、
艺术、宗教、工商业、体育和道德等)之间的 “孤立与对立”对我们的文明带来了困扰，
因此越来越有必要进行“整合性的经验”的研究，它是对 “完全和谐的经验本质的深刻和
持久的体验，以至于为所有其他的经验设定了一个标准，或形成了一种习惯”。( 参见杜威，
2015a: 84—89)
第二，杜威提出了一种关于基本的人类实践形式的替代性观点，即我们富有情感地与世
界打交道的实践经验是一切理性认识的起点。在《质化思维》(“Qualitative Thought”)一文
中，他论证说，“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个质的世界”。( 杜威，2015b: 186) 在各个领域
(如物理学、形而上学、知识论、逻辑学以及艺术创作等)中，若没有意识到 “具有渗透性
的、占据主导地位的性质，其直接存在是背景，是问题的着眼点，是一切思考的规范性原
则” ( 杜威，2015b: 200) ，则会陷入自相矛盾、自我否定。对某个对象的理解是与情境
(situation)相关的。一个情境是一个复合存在 (有其内部的复杂性)，但它是一个自始至终
具有单一性质的整体。对象 (objects)则是这个复合整体中的个别元素。“所选定条件以及
思维中的对象之间的关系依靠某个情境来控制，该情境由一个具有渗透性的内部完整的性质
所构成，因此，忽视情境将最终导致对象及其相互关系的逻辑意义无法得到解释。” ( 杜威，
2015b: 188—189) 情境是一切表述或命题中所有词语的论域 (universe of discourse)，同时
也控制着思维的项 (terms)。也就是说，一切命题都根源于某个拥有单一性质的情境，同
时，情境的性质作为隐含的统一性，规范着每一个特征和关系的意义及影响。 ( 参见杜威，
2015b: 189—190) 某个既定情境的各种特征总是渗透着某种经验性质，这种经验性质不允
许在情感、认知和意志等要素之间进行区分。霍耐特把这种经验性质类比于海德格尔的作为
生存论现象的情绪 (Stimmung)，即作为“知的条件”的情绪。 ( 参见张汝伦，2014: 392)
我们全部经验的这一原初性质体现出 “与世界打交道的生存论的直接性以及实践牵涉
(praktisches Engagement)”。(Honneth，2005:41)杜威明确用 “互动” (Interaction)来描
述我们经验情境的方式，“‘互动’是自然存在的普遍特征。‘行动’则是对这一互动模式的
命名，即从一种有机体的立场出发的命名” (Dewey，1929:244)。即是说，我们是以一种
非自我中心的、尽可能和谐的方式来与周围环境打交道。因此，在霍耐特看来，无论是杜威
的实践牵涉，还是海德格尔的操心，或者卢卡奇的同情且参与的实践，都与他的 “承认”
概念相契合，并且他把“这种与世界相关联的原初形式”统称为“承认”。它们都强调了一
个事实，即我们的行为并非首先具有那种情感上中立的态度，而是首先具有一种生存论色彩
的操心态度。
第三，在霍耐特看来，尽管杜威没有直接使用 “物化”这一术语，但他实际上已经在
对物化思维进行批判。杜威认为，只有当我们从情境的质的统一性中抽离出来时，我们才能
对某一经验情境进行合理性的反思。然后，我们才能把某个情境分解成各种情感的、认知的
要素。这样一来施为者就似乎作为情感上中立的主体对作为客体的某一要素进行理智上的关
注与思考。而此时其他的情境要素则被放入背景之中。但杜威强调，在这一抽象的认知过程
中，原初的、质的经验内容并未消失，否则就会出现一种纯然“被给予的”(given)现存对
象的有害虚构。(cf. Honneth，2008:38)杜威以简单谓项为例进行论证。比如 “人是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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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某物是甜的”，“人死亡”，“某物变甜”等。在前两个命题中，系词 (联项 /copula)
表示一个词是另一个词的谓项，它表明主项和谓项各自的特征之间相互联系。后两个命题包
含着主动动词 (或“真正的动词形式”)，这些动作都只有 “在影响和结果中才能得到最好
的理解”，并使我们意识到“谓项的及物效力和附加效力”。( 杜威，2015b: 194) 无论在哪
种命题中，主项与谓项一旦离开了彼此就失去了意义。它们结合起来才能对 “给定”
(given)事物起到限定作用。但是，由于存在着关于谓项本质的怀疑论难题，即 “谓项要么
是同义反复毫无意义，要么是虚假的至少是武断的” ( 杜威，2015b: 193) ，因此，我们必
须“承认以命题方式表述的思维对象是最初不假思索而直接被体验或得到的一种性质”。
( 杜威，2015b: 194) 而在他看来，“给定”即是存在，它只是表示一种性质直接存在，但
它是一个尚未确定、居主导地位的复合性质。它本身不是明显的思维主题，但它形成思维的
全部对象所涉及的一切。因为原初的质性经验已经包含着朝某个方向的运动或过渡。一旦我
们用智力符号来表述其限定条件及其运动方向，它就变成了思维的对象。比如 “某物是甜
的”这一陈述中，“某物”和 “甜的”表示其动态性质的限定条件，而联项 “是”则表示
这些限定条件的运动方向。杜威认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 “关系到存在完整性的此类命题
的选择性特征在本质上不是虚假的” ( 杜威，2015b: 195) ，由此而回应了关于谓项本质的
怀疑论难题。
杜威认为，古典理论的错误就在于把“给定”理解为纯然 “被给予的”或 “付出给予
的”，而未能看到是 “质的整体主宰着思维的每个动向”。 ( 杜威，2015b: 195) 并且，在
“人是会死的”以及“人死亡”这样的命题中所隐含的渗透性的质，涉及对人类命运的关心
和担忧，即对人的命运的“操心”，这种操心是语言抽象程序的起源。因此霍耐特认为，杜
威对质的整体与具体的理性认识之间的区分与海德格尔对 “上手状态” (Zuhandenheit)和
“现成状态”(Vorhandenheit)之间的区分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海德格尔那里，“上手状态”
指事物原初来照面的方式，“现成状态”指事物转变为准静观对象时的状态。 ( 参见海德格
尔，2006: 81) 而在杜威这里，如果我们忘记在理性认知或反思的开端就具有的这种质化经
验，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起初进行反思的理由。因此，我们要时时有意识地把认知过程在质
性经验中的起源保持在背景中，或者按照霍耐特的术语，把一种先在承认保持在背景中。
四、物化的新诠释
霍耐特为承认相较于中立性认知的优先性进行了辩护。他援用发展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与
卡维尔的理论试图证明，无论在个体发生学意义上，还是在概念意义上，“采取他人视角的
能力，其本身根源于某种先在的互动，这种先在的互动拥有生存论的操心的各种性质特征”
(Honneth，2008:41)。也就是说，情感依附先于采取他人的视角。而中立的、纯然观察的
“认知主义”模式，“忽视了儿童与依附人之间关系的情感的一面”，因为 “一个很小的儿
童，在他能够把依附人对世界的立场接受为一种矫正的权威之前，他必须首先在情感上与他
共鸣”。(Honneth，2008:42)在论证了承认较于认知的优先性之后，霍耐特进一步论证，
物化是对承认的遗忘。也就是说，物化意味着先在的承认 “溜出了视线”，由此而形成的
“抽离观察”的立场是一种 “注意力的减弱”(Aufmerksamkeitsminderung)。(Honneth，
2005:71)同时，物化不仅涉及主体间的关系，而且涉及我们与周围环境以及与自身的关
系。霍耐特反驳卢卡奇把物化这种社会病症的原因完全追溯到商品交换，因为这赋予了经济
64
要素不恰当的重要性，而且无法充分解释性别歧视、种族主义等其他类型的物化。他通过区
分“去个人化”(Entpersnlichung)和 “物化”指出，甚至商业关系也并非一定是物化的，
因为商品交换者往往被认为是拥有权利的法律人格而非纯然的物。 (cf. Honneth，2005:
95—97)霍耐特自己则十分简略地从两个方面来追溯物化的社会原因。在他看来，要么是
一些制度化的实践迫使我们按照某些固定的、程式化的要求展现自身，如求职面试中的套话
或交友网站上的被归类的性格特征;要么是一些意识形态在起作用，如种族主义或性别歧
视。在这两类情形中，我们都忘却了对他人的先在承认或基本承认，造成了物化的社会
病症。
据上文所述，霍耐特对物化概念的再现实化工作吸收了许多思想资源。与 《为承认而
斗争》融合了黑格尔耶拿早期的实在哲学、米德的社会心理学、马克思、索雷尔、萨特等
人的社会哲学等思想类似 ( 参见王凤才，2017: 1—30) ，霍耐特在 《物化》中也创造性地
吸收了卢卡奇、海德格尔和杜威的思想以及发展心理学的理论成果，以阐述自身的物化概
念。他意图以更新了的物化理论模式来反思与解释现代社会面临的许多问题，比如二战中以
“工业化”方式进行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屠杀和种族灭绝，在其中，我们对待自己的人类同
胞就像对待无生命的物一样。霍耐特甚至直接指出 20 世纪的这一 “人类学谜题”是其研究
物化的动机所在。(cf. Honneth，2008:158)此外，这一工作也是霍耐特以物化为试金石，
深化其承认理论的一次重要尝试。但他的物化理论也遭到了诸多批评，其中就包括泰纳讲座
的三位评论者。他们几乎一致地质疑霍耐特的承认概念能否作为真正实践的可靠基础。因为
霍耐特一方面强调承认具有生存论的特征，他援引海德格尔、杜威等人就是意图论证这一
点;但另一方面，他似乎又暗示承认具有积极的规范性含义。根据前者，不仅同情、关切和
爱等行为中带有承认，在冷漠、愤怒甚至暴力的行为中也带有承认，在这里承认是 “作为
任何现实发展的必要条件”，它无法作为行为的规范性基础;根据后者，他似乎又依据规范
性的承认而对诸如冷漠、暴力伤害等行为做出评价，在此承认是 “作为健康发展之范式”。
(Honneth，2008:134)二者之间存在着张力，如高斯所言，“如果操心 (或承认)是一切
事物 (包括厌恶和冷漠)的前提条件的话，那么，它就无法作为某种伦理学或社会批判的
基础”(Honneth，2008:127)。而里尔则指出，物化是不把他人当人，“但问题常常不在于
我们不把他人当人，而在于把他人当人而糟糕地对待他们。如果这样对待他人却依然与不遗
忘先在承认相一致，那么他的物化概念对于社会批判的意义就十分有限”(Honneth，2008:
134)。
针对这些批评，霍耐特做出了回应。他首先澄清自己在讲座中只是没有在用语上鲜明地
区分承认的两个维度，即“承认的基本形式” (elementarere Form der Anerkennung)和具体
的承认规范。(Honneth，2005:60)尽管他坦承自己在讲座中用的有些例子具有误导性，但
他认为自己已经做出了上述两个维度的区分。(cf. Honneth，2008:155)具有生存论意义的
“基本承认”是一切人类关系的根本特征，但它本身并不包含任何规范性取向，因而只是一
种形式的承认原则，而非一个评价性的观念。而具有规范性内容的承认的形成 (如爱、尊
重、团结等)则意味着由基本承认所描画的生存论图式“被历史地 ‘填充了’”。(Honneth，
2008:158)也就是说，“对他人作为同胞的自发的、非合理性的承认” (Honneth，2008:
152)是文化上的具体规范及其相应制度的超验的前提条件，反过来，个体在其社会化的过程
中学会把文化上具体的承认规范加以内化，并用它们来丰富其关于人类同胞的基本观念。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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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规范调节着我们对他人的行为期待以及我们对他人的行动义务。物化并不只是违背某种
伦理规范，它是指对“基本承认”的否认。但由于“基本承认”是具体的承认规范的前提条
件，因而物化也就间接地违背了这些规范性原则。在这个意义上，物化批判也就具有了规范
性。但是，并非从他人的人类属性中抽离出来的每一种行为都产生物化态度，而是当这种行动
成为持久的惯例时，这一习惯的力量将会使那种先在的承认失效，物化态度由此而形成。霍耐
特把由先在承认和历史中具体的承认共同构成的社会道德文化称为“第二自然”。
霍耐特在《自由的权利》之后的一篇回应文章中说，他对社会病症的诊断从一开始就
是在两种进路之间摇摆。有时他采取“更加人类学的进路”，把这些病症视为偏离我们 “自
然地”被给予的生活形式;而有时则用社会病症概念指谓那些 “二阶失序”，即由于社会性
的原因所造成的对合理潜能之完全实现的障碍。(cf. Honneth，2015:212—213)《自由的权
利》更偏向于后者，它对法律自由和道德自由的 “二阶失序”进行了社会病理学诊断;但
《为承认而斗争》更偏向于前者，它把人的自我实现的基本条件追溯到伦理的形式概念，而
在《物化》中，霍耐特继续沿着这一进路，把物化这一社会病症追溯到社会存在论或哲学
人类学的基础，提出了一种具有存在论意义的 “基本承认”概念。然而，这并不意味霍耐
特认可我们能够忽视具体承认范畴在具体历史条件下的规范性含义。毋宁说，他始终是将这
两种进路结合起来，二者共同构成了探寻实践生活的方法论基础。此外，霍耐特对物化的社
会原因的论述带有明显的后马克思主义的色彩，因而多少带有后者的理论优势和缺陷。
(cf. Honneth，2017)但无论如何，《物化》都是在当代批判理论中重新发挥物化这一理论武
器的一次重要尝试。
参 考 文 献
杜威，2015a，《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 2 卷)，孙有中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杜威，2015b，《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 5 卷)，张奇峰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哈贝马斯，2004，《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海德格尔，2006，《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
卢卡奇，1999，《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
王凤才，2017，《承认·正义·伦理》，上海人民出版社。
张汝伦，2014，《〈存在与时间〉释义》，上海人民出版社。
Dewey，J.，1929，The Quest for Certainty，Minton，Balch ＆ Company．
Feenberg，A.，2011，“Ｒethinking Ｒeification”，Georg Lukács Ｒeconsidered，M. J. Thompson ed.，Continuum．
Habermas，J.，1987，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vol. 2，T. McCarthy trans.，Beacon Press．
Honneth，A.，2005，Verdinglichung:Eine anerkennungstheoretische Studie，Suhrkamp.
Honneth，A.，2008，Ｒeification，J. Ganahl tra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nneth，A.，2015，“Ｒejoinder”，Critical Horizons，vol. 16 ，no. 2．
Honneth，A.，2017，The Idea of Socialism，J. Ganahl trans.，Polity．
McCarthy，T.，1991，Ideals and Illusions:On Ｒeconstruction and Deconstruction in Contemporary Critical Theory，
MIT Press．
Quadflieg，D.，2013，“On the Dialectics of Ｒeification and Freedom”，Symposium，vol. 17，no. 1．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马新晶)
84
·Abstracts of Main Essays·
Historical Logic and Theoretical Issue of Marxist Ecology
Lu Xuefei ＆ Lu Hongying
The idea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is the logical continuation and contemporary expression of
Marx’s ecological philosophy. 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historical logic and theoretical issue
of Marxist ecology， that is，Marx’ s ecological critique of capitalism and the groundbreaking and
adhering to the green development concept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First，the methods of
man and nature， society and nature are closely related to Marx’ s critique of capitalist society，
provid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ith a unique perspective for analyzing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crisis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Second，one of Marxism’s greatest division is concentrated in the applicability of
dialectics to nature and the different positions of Marx and Engels. Third，Marx launches an ecological
critique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based on capital accumulation. Capitalism could also be understood as an
ecological economic critique. Moreover，the boundary of space is the question of human security space
proposed by John Bellamy Foster，and it is the advancement of Marx’ s metabolism. Finally，in the
continuous harmony between men and nature，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promote global green
development and to build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The Social Ontological Foundation of Honneth’s Critique of Ｒeification
Hong Lou
Honneth attempts to reactualize the concept of reification in contemporary critical theory，which is
based on his theory of recognition. He critically reconstructs Lukács’theory of reification and argues that
Lukács’concept of engaged praxis has implicitly pointed to a statement about genuine or true human
practice. By comparing this interpretation with Heidegger’s Sorge and Dewey’s practical involvement，
Honneth further links these ideas with his own theory of recognition，and puts forward the social
ontological foundation of his critique of reification，namely that reification is the forgetting of the
antecedent and elementary recognition. Despite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social ontological meaning of
elementary recognition and the normative content of specific recognition，this new interpretation is still
an important attempt to revive the concept of reification in contemporary critical theory.
On the Political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City-Soul Analogy in Plato’s Ｒepublic
Huang Junsong
This paper starts from clarifying the representative arguments about the city-soul analogy in Plato’s
Ｒepublic given by Bernard Williams，Jonathan Lear，and G. Ｒ. F. Ferrari. In accordance to the text of
Ｒepublic，one shall easily realize that， the two extremes of the analogy are correspondingly the two
different identities of men， that is， the citizen and the individual. The analogy is rhetorically a
proportional metaphor. Through the reversibility of the metaphor，Plato (Socrates)employs the ana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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